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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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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讨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对减灾效果的影响，构建了由减灾知识技能指数、灾害谣言认知指数、减灾政策

认知指数及减灾行为倾向指数组成的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评估四川省汶川县公 众 对 泥 石 流 灾 害 认

知水平，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交互作用探测分析公众灾害认知水平的群体差异、各

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表明：①公众的综合认知指数平均值仅为０．５６，减灾知识技能指数、灾

害谣言认知指数、减灾政策认知指数及减灾行为倾向指数平均值分别为０．４７，０．６１，０．３５，０．７１；②综合认知指数在

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受灾次数及接受减灾培训频率的公众之间存在显著差异；③减灾培训频率对综合认知指数的

影响程度最大，受灾次数次之，性别的影响程度最小；④减灾培训频率、受灾次数、文化程度和受访者性别这些因

素之间存在着交互作用．

关　键　词：汶川县；泥石流灾害认知；单因素方差分析；地理探测器

中图分类号：Ｘ４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　５４７１（２０２１）０１　０１３３　１１

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减轻灾害风险

的有效方式之一是提高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１］．灾害认知是指公众对灾害成因、灾害风险及减灾行为等的

了解程度［２－３］．
国内外学者多围绕地震灾害认知进行研究．Ｊａｃｋｓｏｎ　Ｅ　Ｌ等［４］调查了北美西海岸公众的地震灾害认知

情况，发现公众灾害认知与社会经济地位无关，而跟以往的灾害经历有关；Ｓｕｎｄｂｙ等［５］基于挪威非政府组

织收集的３次灾害调查数据，探讨了人们对灾害的行为倾向，发现公众的行为倾向与灾害的严重程度无关；

Ｔｕｌａｄｈａｒ等［６］分析了尼泊尔公众对灾害风险知识的了解程度，指出尼泊尔实施的ＤＲＲ（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ｒｉｓｋ　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教育计划的一些不足之处；学者们［７－８］通过调查发现大部分公众对地质灾害有一定了解，但缺乏备灾

意识．国内学者们大多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对公众地震灾害认知进行调查，利用描述性统计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公众对地震灾害知识掌握水平很有限，且灾害认知水平具有群体差异性［９］．张文佳等［１０－１１］采用单

因素方差分析法探讨了地震灾害认知水平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刘恩来［１２］基于因子分析、最优尺度回

归和路径分析模型，研究了汶川县公众地震灾害风险认知结构及其影响因素，构建了公众认知过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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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类对灾害风险的认知过程提供参考．
虽然学者们就公众地震灾害认知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专门针对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

的研究鲜有提及，实践表明灾害类型不同，公众的灾害认知特征及应对策略也不尽相同［１３－１５］．此外，目前

研究多运用均数、标准差、百分比等指标对公众的灾害认知情况进行简单的描述［１６－１８］，部分学者运用单因

素方差分析等方法识别公众灾害认知的影响因素，但未考虑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

用，故有必要对此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汶川县位于青藏高原东缘，受构造活动影响，县内山高坡陡，地质灾害频发．２００８年５月“汶川地震”

产生了大量的松散固体物源，导致该区泥石流灾害发生次数多、规模大、危害严重［１９－２０］．震后汶川灾区的

地质灾害将要持续活跃２０～２５ａ，其中地质灾害主要以泥石流为主［２１］．虽然作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研究

区开展了大量的防灾减灾工程［２２－２４］，但对公众灾害认知的研究还很缺乏．本研究拟通过问卷调查评估汶川

县公众的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识别其差异，运用地理探测器进一步探讨各因素的影

响程度及其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可为有关部门开展公众防灾减灾培训工作提供参考．

审图号：ＧＳ（２０１９）３３３３号

图１　汶川县位置及调查点分布图

１　研究区概况

汶川县位于四川盆地西北边缘，１０２°５４′２２．２８″－

１０３°４４′４２．９７″Ｅ，３１°１２′２０．７１″－３１°４５′３０．０９″Ｎ，距成

都市约１４６．８ｋｍ（图１），全县总面积约为４　０８４ｋｍ２，

辖１２个 乡（镇）、１１８个 行 政 村、４０２个 村 民 小 组．

２０１５年 末，全 县 总 人 口 达９７　９１５人，人 口 密 度 为

２３．９８人／ｋｍ２，其中，农业人口为６０　５９８人，占总人

口的６１．８９％．２０１５年 末，汶 川 县 ＧＤＰ为５５．６７亿

元，农民人均年收入达１０　０７８元．
研究区沟谷深切、水系纵横，受暖温带季风气候

影响，降雨频 繁 且 多 暴 雨，加 之２００８年“汶 川 地 震”

形成了大量松散固体物源及潜在不稳定斜坡，极易产

生具有较强破坏性的地质灾害．据不完全统计，２０１３
年至２０１５年县内 共 发 生６９０处 地 质 灾 害，这 些 灾 害

集中发育于河流两岸，其中灾害类型包括泥石流、崩

塌、滑坡 以 及 不 稳 定 斜 坡，数 量 分 别 为１４７处、１８０
处、２０５处、１５８处［２５］．崩 塌 和 滑 坡 往 往 形 成 泥 石 流

物源，在雨季导致具有危害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尤

其应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问卷设计

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１２，１６］，本研究设计的问卷由２部分组成，共计３４个问题：①第一部分为公众的

个体特征，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受教育程度、受灾经历等信息，用以研究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的群体差

异；②第二部分由１个一级指标（综合认知指数）和４个二级指标（减灾知识技能认知指数、灾害谣言认知指

数、减灾政策认知指数及减灾行为倾向指数）构成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１），以揭示

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
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中３级指标由单选题和多选题构成，赋值原则为：①单选题

类型有２种，分别是态度表达类型题目和具有正确答案的题目，均备有３个选项，对于前者类型的题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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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受访者回答的程度，分别赋予０，１，２分，分值越高说明受访者理解相关问题越透彻；对于后者类型的题

目，回答正确的题目被赋予２分，反之为０分．②多选题一般备有４～７个选项，每个正确选项分值为１，错

误选项分值为０，得分越高表示受访者掌握该题所涉及的内容越充分［５］，据此得到公众灾害认知水平的总

分值，Ｓ＝５７分．
综合认知指数用以表征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综合认知指数越高代表公众的灾害认知 水 平 越

高［９］，其计算公式如下：

Ｉ＝ ＣＳ
（１）

式中：Ｉ为综合认知指数；Ｃ为受访者的实测分值；Ｓ为总分值５７分（基于上述赋值原则确定）．
表１　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内容

综合认知指数

减灾知识技能认知指数

对泥石流灾害了解程度

泥石流形成条件

对泥石流灾害易发区熟知度

对泥石流灾害隐患点熟知度

对疏散路线的熟知度

对所在地避难场所的熟知度

泥石流预兆

紧急医疗救护技能的掌握程度

获取泥石流灾害知识的主要途径

灾害谣言认知指数

泥石流灾害谣言的辨别能力

对制造及传播灾害谣言行为的态度

应对泥石流灾害谣言的方式

减灾政策认知指数
对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了解程度

对自然灾害救助申请的条件、材料及程序的了解程度

减灾行为倾向指数

对气象信息的关注度

下雨时对居住地附近地质灾害点的关注度

对地质灾害警示牌的关注度

参加防灾应急演练的经历

参与防灾减灾知识培训的意愿

发生泥石流时采取的求救方法

接到灾害预警通知时的反应

发现险情后通知他人的倾向

除社保外，商业保险的购买情况

备有防灾救济用品情况

生产／生活用地是否选择避灾地或采取避灾措施

２．２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自课题组于２０１８年４月在汶川县内进行的现场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抽样采用分层抽

样法．调查员首先通过搜集相关资料了解研究区的基本状况（如灾害分布，人口结构、交通条件等），据此

沿岷江流域选取位于汶川县北部、中部、南部的３镇９村（绵虒镇的三官庙村、羌锋村、绵锋村，映秀镇的

枫香树村、张家坪村、黄家村、渔子溪村、中滩堡村及水磨镇的老人村）作为样本采集区（图１），再从所选

村庄里随机抽取公众进行调查．
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先介绍本次调查用意及填答注意事项，再请所抽取的公众参与填答．如遇填答有

困难的（如受教育程度低）公众，则由调查员访问该公众：调查员严格按调查问卷提问并记录被调查者的回

答，只有当受访者的回答表明他明显没有理解该问题含义时，调查员才做出适当提示．为保证资料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调查时尽量留下受访者姓名和联系方式，以便必要时进行回访［１６，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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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共发放１２６份问卷，最终回收问卷１２０份，剔除有明显问题的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１１５份，

有效回收率为９１．２７％．

２．３　分析方法

２．３．１　单因素方差分析

不同群体的综合认知指数、减灾知识技能指数、灾害谣言认知指数、减灾政策认知指数及减灾行为倾

向指数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采用ＬＳＤ法进行多组均数之间两两比较［２７］．

２．３．２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Ｇｅｏｄｅｔｅｃｔｏｒ）是王劲峰等［２８］提出的探测空间分异性并揭示其背后驱动力的一组统计学方

法，最初用于测度环境因素对地方疾病的影响程度．因该模型的假设条件较少，故在诸多学科中被广泛运

用［２９－３１］，现已从空间分异研究扩展到非区域因素的属性分层研究［２８－２９］．
由于本研究中的影响因素均为类别变量，而地理探测器擅长自变量为类别型量、因变量为数值变量的

分析，故本研究拟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作用探测来分别揭示属性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间的

交互作用．
因子探测用ｑ值来度量自变量对因变量分异的解释力，公式为：

ｑ＝１－∑
Ｌ

ｈ＝１Ｎｈσ
２
ｈ

Ｎσ２
（２）

式中：ｈ＝１，…，Ｌ表示属性分为Ｌ层；Ｎｈ 为层ｈ的样本数，Ｎ为总样本数；σ２ｈ 为层ｈ的方差，σ２ 为总方差；

ｑ为解释力，值域为［０，１］，值越大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越强．
交互作用探测用于识别２个自变量交互作用时对因变量的解释力是增强作用、减弱作用抑或是独立作

用．２个自变量对因变量交互作用的类型如表２所示．
表２　交互作用的类型

判　　据 交互作用类型

ｑ（Ａ∩Ｂ）＜ｍｉｎ［ｑ（Ａ），ｑ（Ｂ）］ 非线性减弱

ｍｉｎ［ｑ（Ａ），ｑ（Ｂ）］＜ｑ（Ａ∩Ｂ）＜ｍＡｘ［ｑ（Ａ），ｑ（Ｂ）］ 单因子非线性减弱

ｑ（Ａ∩Ｂ）＞ｍＡｘ［ｑ（Ａ），ｑ（Ｂ）］ 双因子增强

ｑ（Ａ∩Ｂ）＝ｑ（Ａ）＋ｑ（Ｂ） 独立

ｑ（Ａ∩Ｂ）＞ｑ（Ａ）＋ｑ（Ｂ） 非线性增强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受访者基本情况

由表３可知，参与本次调查的受访者女性稍多于男性；受教育程度方面，受访者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

低，初中及以下学历者占比达７３．０％，高中及以上学历者占比为２７．０％；年龄构成方面，４５～５９岁年龄段

占比最多，其他依次为２０～３４岁、３５～４４岁、大于等于６０岁以及小于２０岁；受访者主要为汉族，占比

６０％，其他民族包括羌族、藏族以及苗族；受访者职业普遍为务农和打工，占比分别为２４．３％，３２．２％．

３．２　泥石流灾害认知特征

３．２．１　灾害认知水平的总体特征

灾害认知水平总体特征如图２所示，经ＳＰＳＳ软件中的ＰＰ图检验，综合认知指数服从正态分布．汶川

县公众对灾害认知的平均实测分值为３２．１２分，综 合 认 知 指 数 平 均 值 为０．５６，其 中，综 合 认 知 指 数 超 过

０．８的公众仅占３．５％，超过０．７的公众占１０．４％，而魏本勇等［９］于２０１３年研究北京市公众对地震灾害认

知水平结果表明，公众综合认知指数超过０．９的公众占比为２．９３％，超过０．７的公众占４０．３８％，说明汶

川县公众对泥石流灾害认知的总体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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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项目 构成 比例／％ 项目 构成 比例／％

性别
男 ４５．２

女 ５４．８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３３．９

初中 ３９．１

高中及以上 ２７．０

年龄

≤２０　 ９．６

２０～３４　 ２２．６

３５～４４　 ２１．７

４５～５９　 ３３．１

≥６０　 １３

受灾经历
有过 ９０．４

没有过 ９．６

民族

汉族 ６０
羌族 ２４．３
藏族 １４．８
苗族 ０．９

从事行业

种植 ２１．７
养殖 ２．６
打工 ３２．２

运输业 ４．４
批发零售业 ５．２
医疗保健业 ０．９

手工业 １．７
旅游业 ２．６

政府企事业单位 １．７
其他 ２７

图２　综合认知指数频率分布

由图３可知，减灾知识技能指数、灾害谣言认知指数、减灾政策认知指数及减灾行为倾向指数的平均

值分别为０．４７，０．６１，０．３５，０．７１，表明公众的减灾行为倾向积极主动，灾害谣言认知较强，而对减灾知识

技能、减灾政策的了解程度不容乐观．

图３　认知评价结果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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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减灾知识技能掌握情况

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受访者对泥石流形成的条件不能完全准确判断，能将泥石流灾害形成条件选择完

整的受访者占比仅为１７．４％，学历越高，选择正确答案的个数越高．８７．８％的受访者了解其居住地附近存

在泥石流，８８．７％的公众熟知指定的疏散路线，并在泥石流灾害发生时能通过疏散路线快速撤离到避灾场

所，但仅有２７．８％的公众能够正确识别泥石流灾害的前兆，因此应加强泥石流灾害到来之前预兆的普及．
在紧急医疗救护方面，４３．３％的公众对自己所掌握的救护技能（如止血和包扎、伤员搬运技术、人工呼吸

等）正确与否带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故这方面培训亦须加强．
为更好普及泥石流灾害知识，合理选择有效的宣传途径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对公众灾害知识的获取

渠道进行调查的结果显示（图４），６９．６％的受访者通过亲身经历了解灾害知识，这一较高的比例可能与当

地公众经历较多灾害有直接联系．网络媒体、单位或社区的宣传和培训、减灾宣传资料也是了解灾害知识

的重要途径，调查显示，受访者通过相关课堂和报纸杂志了解泥石流灾害知识的分别占１４．３％，９．８％．而

通过课堂和书籍来获取相关知识的受访者学历较高，文化程度较低的受访者主要通过音视频这类直观的方

式来了解．

图４　受访者获取灾害知识的途径

３．２．３　灾害谣言认知

一般而言，没有经官方确认而广泛在民众间传播对现实世界的猜测可称为谣言［３２］．灾害谣言往往会引

起公众不同程度的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进而影响政府应急处置，甚至影响社会稳定．经统计发现，９４．８％
的受访者能分辨出灾害谣言，但仅３３．０％的受访者会制止传播谣言这种行为．访谈期间许多受访者表达了

图５　受访者对减灾政策的了解情况

制止这种谣言对于自身安全的担忧．

３．２．４　减灾政策认知

当被问及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自然灾害救

助申请的条 件、材 料 及 程 序 时，６７．８％的 受 访

者表示知道 地 质 灾 害 应 急 预 案（图５），５２．２％
的受访者了解自然灾害救助申请的条件、材料

及程序（图５）．这一比例仍然偏低，有关部门应

加强对减灾政策内容的普及．

３．２．５　减灾行为倾向

１）对灾害前兆及警示牌的关注．９０％的受

访者会关注天气预报，但仍有１０％的人由于条

件受限 或 认 知 所 致 存 在 不 关 注 天 气 预 报 的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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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条件受限主要包括日常忙于打工、务农，不会使用智能手机、互联网等，这类在不关注天气预报的人群

中占比超过一半；另一小部分人由于没有认识到天气变化跟灾害发生的关系，故不太关注天气预报．调查

发现有６４．３％的受访者表示在下雨时会关注附近地质灾害变化情况，２５．２％的受访者表示下雨时不一定会

观察周围的山体、沟谷变化情况，主要取决于降雨量的大小．对于在居住点附近设立的地质灾害警示牌，

约８５．２％的受访者会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关注，仍有近１５％的受访者不关注，访问发现，受访者认为设立的

地质灾害警示牌不够简明醒目，甚至有部分人不能明白含义、作用．

２）参与防灾减灾培训的意愿．据统计，５３．０％的受访者已参加过应急演练，但仍有７２．２％的受访者希

望参加防灾减灾宣传培训，表明大部分受访者有着迫切学习防灾减灾相关知识的意愿．

３）避灾行为倾向．对于泥石流发生时避灾地点选择，８０％的受访者知道朝垂直于泥石流运动方向两边

的山坡上转移，但还有２０％的人不能做出准确判断，甚至有１．７％的人选择顺着泥石流运动方向避难．大

部分受访者在接到政府灾害预警通知后表示会立即撤离，但这个比例仅为６４．３％，而３３．０％的受访者表示

不一定会撤离，需要视情况而定，仍有近２．７％的受访者表示不会撤离．经访问得知不一定会撤离或者不

撤离的受访者主要认为政府很多时候发布的预警准确性不够，存在夸大灾害危害程度的情形．调查发现几

乎所有受访者发现险情后都会通知左邻右舍，仅有１．７％的人表示在来不及的情况下会首先保证自己的安

全先行撤离，总体反映出当地民众具有较强的互助意识．

４）防灾准备．在购买商业保险方面，统计发现３８．３％的受访者未购买人身、财产等商业保险；当被问

及家中防灾应急用品的准备情况时，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没有准备，甚至有３．５％的受访者不清楚什么

是防灾急救用品，统计发现有４８．７％的受访者家中有防灾急救用品，而这些急救用品大多数是手电筒、创

可贴等简单的急救用品，缺乏如安全帽、口罩、应急药品等专业的急救用品．在农业生产用地和建房用地

的选择上，８７．０％的受访者选择避灾地或采取了相应的避灾措施．

３．３　灾害认知水平的群体差异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在综合认知指数上的差异具有显著性（ｐ＜０．０５）（图６），其中，男性的

平均综合认知指数比女性高０．０５．

注：图中不同字母表示组间差异在０．０５水平上显著．

图６　不同群体的综合认知指数对比

不同文化程度受访者的综合认知指数存在着明显差异（ｐ＜０．０５）．经ＬＳＤ法两两比较可知（图６），高

中及以上受访者的平均综合认知指数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组和初中组的受访者（ｐ＜０．０５），其平均综合认

知指数差值依次为０．０８２，０．０７０．表明知识水平在灾害认知中起到重要作用．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受访

者，其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的途径也越多，接受知识的能力亦愈强，整体认知水平相对更高．
遭受泥石流灾害次数的不同对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经ＬＳ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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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比较可知（图６），未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受访者灾害认知水平显著低于遭受过一次、二次、三次及以上

的公众（ｐ＜０．０５），其平均综合认知指数差值依次为－０．０８８，－０．１３７，－０．１４．表明灾害经历愈丰富的受

访者，其灾害认知水平愈高．究其原因是受访者在受灾经历中不断积累和学习灾害知识，由此可见应急演

练是增强公众灾害认知的有效方式．
减灾培训频率对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影响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分析结果表明开展防灾减

灾培训频率高、中、低的地方和受访者灾害平均认知存在显著性差异，结合图６可知，政府进行防灾减灾

培训的次数越多，受访者的灾害认知水平越高，表明进行减灾知识宣传及教育很有必要也很有效．

３．４　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

上文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可知，受访者的灾害认知水平在性别、文化程度、受灾次数及减灾培训频率

方面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说明这４个因素对受访者灾害认知水平有影响．为进一步探索

泥石流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及其的交互作用，本研究采用地理探测器中的因子探测和交互

作用探测进行分析．

图７　各因素的因子解释力

因子探测分析结果如图７所示，减灾培训频

率（０．１６２）对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最大，受灾次数

（０．１３１）次 之，文 化 程 度 （０．０８５）再 次，性 别

（０．０５０）的影响程度最小．说明开展减灾培训对提

升受访者的灾害认知水平起着核心作用，受灾次

数对受访者 灾 害 认 知 水 平 的 影 响 具 有 关 键 作 用，

即外部因素对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程度大于个体

特征因素，据此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增加减灾培训

频率，选择合 适 的 方 式，尤 其 可 增 加 应 急 演 练 活

动，以提高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
表４为交互作用探测分析结果，表明各因素

对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存在着交互作用，上述任

意２个因素交互后的因子 解 释 力 增 强 明 显．其 中，文 化 程 度 与 减 灾 培 训 频 率 交 互 后 因 子 解 释 力 最 强，达

０．３０５，显著大于文化程度的解释力（０．０８５）与减灾培训频率的解释力（０．１６２）之和，即为１＋１＞２现象，性

别与减灾培训频率、文化程度与受灾次数交互后亦属于此现象；剩余３种交互作用属于弱＋弱＞强现象，

这说明受访者的灾害认知水平最终是受到多因素共同制约，且存在着“木桶效应”：单一因子影响力不高，

但都能够影响受访者的灾害认知水平，且两两交互后影响程度明显增强．
表４　交互作用探测分析结果

性　别 文化程度 受泥石流灾害次数 减灾培训频率

性别 ０．０５０
文化程度 ０．１３６Ａ ０．０８５
受泥石流灾害次数 ０．１８６Ａ ０．３０３Ｂ ０．１３１
减灾培训频率 ０．２３６Ｂ ０．３０５Ｂ ０．２５８Ａ ０．１６２

　　注：Ａ表示双因子增强（弱＋弱＞强现象）；Ｂ表示非线性增强（１＋１＞２现象）

４　讨　　论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女性的灾害认知水平较男性低，可能原因一是受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影响，

女性接受教育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较男性少，导致其接收信息渠道相对单一、闭塞；二是女性学习有关知识

与技能较男性被动，对新鲜事物更趋于保守，有依赖男性的倾向［３３］．
本研究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公众对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的结果与陈容［３４］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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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结果大体一致，即性别、文化程度和减灾知识培训频率是公众灾害认知水平的

影响因素．不同之处在于我们认为遭受泥石流灾害次数对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显著（ｐ＜０．０５），而

基于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分析的结果为受灾经历对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不显著（ｐ＞０．０５）．一方

面可能是调查对象尽管遭受了多次泥石流灾害，但由于灾害规模较小，远不足以影响其生命财产安全，自

然也没能影响其意识；此外，有公众即使遭受较大的泥石流灾害，但其离灾害影响范围较远，同样也不会

引起其关注．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综合认知指数本是数值变量，在运用有序Ｌｏｇｉｓｔｉｃ回归模型时人为将综合

认知指数分成３部分，使得信息量丢失，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
影响公众灾害认知水平的因素有很多，本研究主要从个体属性和外部因素中选取了有限的因素来分析

其对公众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未来可综合地理空间要素等进行更为全面分析．

５　结论与建议

５．１　结　　论

１）公众对灾害认知总体水平不够理想，公众的综合认知指数平均值仅为０．５６．

２）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综合认知指数在不同性别、文化程度、受灾害次数及接受减灾培训频率的公

众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性（ｐ＜０．０５）．

３）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减灾培训频率（０．１６２）对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最大，受灾次数（０．１３１）次之，文化

程度（０．０８５）再次，性别（０．０５０）的影响程度最小．

４）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任意２个因素交互后的因子解释力均明显增强．其中文化程度与减灾培训频

率交互作用对灾害认知水平的影响最强，达０．３０５．

５．２　建　　议

１）建议有关部门通过增加减灾培训频率，选择合适的方式，尤其可增加应急演练活动来提高公众的灾

害认知水平．

２）基于公众的灾害认知水平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建议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采用不同的培训方式．如

对于文化程度较高的年轻人，可通过建立宣传栏、举办讲座和发放图册来加强其灾害认知水平；对于文化

程度较低的民众，建议以制作通俗易懂的视听类媒体为主，根据民众生活规律加大投放频率．将学生和女

性作为重点培训对象，努力提高他们参与防灾减灾培训活动的积极性，使其灾害认知水平得以提高．

３）加强培训效果反馈，基于反馈结果不断改进培训内容、方式及对象，以不断增强当地公众的灾害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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